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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患患纠纠纷纷第第三三种种解解法法
一个NGO组织的调解样本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张文生给前来寻求医患纠纷法律援助的患者家属提供帮助。

11月27日，呼啸的北风将北
京的气温拉到了冰点。一大早，
张文生就来到了办公室，他约好
要与一位遭遇医疗纠纷的患者
家属见面。

几天前，张文生与律师事务
所的同事一起牵头，成立了北京
首个民间医疗纠纷调解与法律
援助中心。很多患者家属接着就
给他打来电话寻求帮助，王颖就
是其中一位。

张文生刚到援助中心办公
室不久，王颖就推着女儿小莉来
了。轮椅上的小莉一直盯着王颖
傻笑，眼神呆滞，眼球也有些浑
浊，透不出光。

说到女儿半年前的不幸遭

遇，王颖至今觉得还是一个梦，
“太惨了，我闺女才25岁。”她声
音哽咽。

今年5月，小莉感到身体不
适，咳嗽不停，“好像感冒发烧
了”，不过母女俩都没在意。几天
后，小莉病情加重，“她挺难受，
体温有点高，还咳出了一点血。”
王颖说，她赶紧带着小莉去了医
院。打完针就当即“见效”，“小莉
咳嗽的次数少了”。

没想到，回到家后，当天夜
里，小莉精神开始恍惚，腿脚也
变得不利索。王颖回忆：“我喊小
莉去洗澡，喊了半天，她坐沙发
上也不答应，我就过去拉她，但
是她跟石头一样死沉死沉的，站

起来走路也摇摇晃晃。”
不几天，小莉竟然站不起来

了，她的双腿就像灌铅了一样，
即使王颖使劲抱起来，也只能耷
拉着垂在地上。

“怎么回事？”王颖赶紧四处
求医，得知女儿可能因为之前在
医院打针用药过量导致神经受
损时，她瘫坐在了地上。

不过，至今6个月过去了，王
颖一直都没有去找那家医院理
论，她想直接打官司，告医院。

“找医院调解的话，估计医
院最多也就拿出一万块钱赔
偿。”对于女儿的遭遇，不少代理
医患纠纷的律师都这样告诉王
颖，连张文生也这么认为。

而最主要的是，王颖说，她
对医患办和医调委都不信任，

“医患纠纷见多了，不管是医院
内部的医患办，还是卫生局下设
的医调委，说来说去，和医院都
是一家人。”

对此，张文生表示理解，王颖
这种内心深处的“不信任”并非个
案，“这样的失信现象很常见，同为
卫生系统的医患办和医调委在人
们眼里的确应该避嫌”。

在我国，目前遇到医患纠
纷，大体有两种调解途径，一个
是医院内部的医患办，另一个则
是有政府背景的医调委。但在律
师周厚兴看来，他们各自都天然
存在弊端。

周厚兴多年研究医患纠纷
调解与诉讼，他指出，医患办隶
属医院，其立场首先就会被患方
质疑。医调委有的隶属卫生系
统，人员大多是各医院的退休医
生，也容易被患方质疑立场，且
该机构一般不受理赔偿金额在1

万元以下的纠纷调解，还有一些
医调委则隶属司法系统，虽有强
大的法律专业队伍，但医学专业
知识的欠缺极大地限制了其工
作的开展。

“这些医疗纠纷调解机构的
先天‘缺陷’，往往经媒体传播后
在社会上被放大，甚至导致医院
有时也因此成为医患纠纷的弱
者、受害方。”周厚兴说。

谁能信任

有一次，张文生接待了一
个打算告医院的患者。这位4 0

多岁的女士，患有下肢静脉曲
张，医院曾为她做了手术，但手
术意外失败了。

在双方的协调过程中，医
院提出让这位患者到别的医院
治疗，院方愿意负担所有的医
疗费用，并且给了她几千元的
营养费作为补偿。

但是，这位患者认为，手术
失败让她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院方的补偿太少，缺乏诚意。

张文生1 9 9 8年毕业后，先

去做了3年医生。在与这位患者
接触后，他明显看出，对方对自
己的病情以及治疗完全不清
楚，总觉得医院得为她的遭遇
全权负责。

张文生告诉她，“医院能做
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按照现
行法律，死亡病例的赔偿金额
大概是8万到10万元，以此为参
照，静脉曲张手术失败，赔偿几
千元也是合情合理。”

再从医学角度做了一番解
释，这位患者顿时就明白了，决
定不再起诉。

“其实，这样的患者在医患
纠纷案中并不少见。”张文生
说，他接手过的众多医患纠纷
案，很大一部分都是患者“小题
大做”。

不过，他指出，患者如此
“小题大做”并非是为了要讹诈
医院，而是对医学知识不了解
导致的，容易把小问题想得过
于严重，进而笃定医院犯了巨
大过错。

同时，由于对医疗调解丧
失信任，一些患者在发生纠纷
后，既不申请医学会鉴定，也不

愿费时费力地到法院诉讼，就
一味坚持“私了”，要求医院高
额赔偿。

久而久之，一些医生就把
患者的“私了”视作一种“无赖
行径”，成了恶性循环。

“患方的不理性也和医院
霸道、强硬的态度有关。”周厚
兴说，经常是患者找到医院，人
家根本不理，一句话“你告我们
吧，爱上哪告上哪告”，就把患
者堵了回去。

事实上，医患纠纷伤害的
绝不仅是患者和患者家属，医

护人员在这种医患纠纷愈演愈
烈的背景下，也日益缺乏安全
感和职业认同。中国医师协会
公布的调研结果显示，4 8 . 5 1%

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执业
环境不满意，呼吁尽快建立健
全医疗责任险。

张文生认为，这都是“不该
发生的矛盾”。

其实，“医院赔偿合情合
理”这样的话并不是张文生第
一个说给患者，但遗憾的是，因
为其他“讲述人”的身份不被患
者接受，调解只能以失败结尾。

患者也会“小题大做”

与“错误鉴定”博弈

周厚兴遇到的医疗纠纷案
例中，医院存在重大过失或过
错的占到约10%，比如不该做的
手术做了，没有及时观察，没有
及时采取抢救措施等。

这种情况下，调解往往都
无法达成共识，“医院对调解的
积极性不高，担心患者狮子大
张口，诉讼就成了必然选择。”

而诉讼在患者眼里，却是
一条成本最高、耗时最长的途
径。

不久前，朋友老孟给周厚
兴打来电话，“我闺女在医院看
病出了问题，法院竟然判定医
院没有责任，求求你，可得帮一
帮我。”

老孟的女儿是因感冒去医
院打针，但是经过治疗后，也出
现了神经受损，手脚不能自由
活动。与医院调解不成，老孟诉

诸法庭。随后，法院委托医学鉴
定学会给女儿做司法鉴定。

“医院对女儿造成的伤害太
明显了，走司法鉴定本来抱着很
大希望，没想到最终的司法鉴定
认定医院没有责任。”一不懂医，
二不懂法，老孟也没在鉴定书里
找到任何漏洞。

在要来老孟女儿的病历和
司法鉴定书后，周厚兴又让老
孟从医院找来相关药物的使用
说明书，比对之后，他吓了一
跳：“一个感冒用药，实际用量
比说明书规定用量竟然多了近
5倍！”

尽管手握“铁证”，但周厚
兴还是不确定法院会不会采
信，因为在医患纠纷案中，医学
鉴定报告书作为一份权威证
据，是法院判案的重要依据。

不过，周厚兴还是鼓励老

孟上诉，“这是白纸黑字的铁
证，一眼就能看出来问题，我有
信心！”果然，法院随后推翻了
之前的鉴定结果，判定医院依
法赔偿老孟女儿的损失。

医学鉴定报告书为何会出
错？周厚兴分析，多数情况下，
患者在医患纠纷诉讼中处于明
显的弱势地位，很难排除医学
鉴定报告书里没有偏向医院的
成分。

周厚兴说：“医疗纠纷诉讼
中的鉴定环节是通过听证会的
形式进行的，这个环节是为了鉴
定医院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以
此形成确定赔偿金额的依据。但
参与听证会的专家往往都来自
医院，难免与被诉讼的医院扯上
关系。”

因此，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往往也被诟病为“老子为儿子

鉴定”。而在这背后，其实凸显
的是医院对医学专业知识的垄
断。

张文生说：“在我所接手过
的案件中，没有一家医院在答
辩时主动承认他们有过错，我
听到的永远是‘操作符合规范’
这样的答案。”

如何突破医学壁垒，从医
学鉴定报告里找到漏洞，是周
厚兴与张文生成立援助中心的
重要目标。

而作为民间非政府组织，
出具的鉴定结果如何能取信于
医患纠纷案的各方，才最让他
俩伤脑筋。

周厚兴和张文生目前将援
助中心先挂靠在律师事务所下
设的医患纠纷部门，独立运营，
他们认为，这样就摆脱了医患双
方和经济利益的牵绊，先拥有了

独立性和公正性，自然会赢得人
们的信任。

“先有法律效力，才能有法
律效率，如果效率低，那么就是
重复之前两类调解机构的老
路。”周厚兴说，根据他的经验，
尽管法院委托的医学鉴定报告
书是审判时的权威证据，但是
如果他们能依法取证，证据确
凿，法院也并不是不采信他们
出具的鉴定结果。

周厚兴明白，这要求他们
以后出具鉴定，必须要找医学
领域的权威专家才行。

要想让援助中心更富权威
和影响力，周厚兴就不得不面
对资金运营的问题。“目前，我
们律师事务所出这部分钱，长
远来看，还需要更完善的资金
运营机制，当然肯定不会走向
收费，那就违背了独立性。”

“我们不收钱，为了保持第三方的独立性，我们不掺
和有利益关系的一方，以保持公平，我们分析每一个证据
的细节，来保持公正。”

北京律师周厚兴、张文生和一帮致力于医患纠纷调
解诉讼的人正在走这样一条路：避开有医院和政府背景
的医患办、医调委，成立独立的医疗纠纷调解与法律援助
中心，为矛盾的各方提供一杆各自都认可的“秤”。

让患者理性，让医院平和，如何摆脱医患纠纷各方的
利益纠缠，树立自己的权威，则成了这个新设的NGO组织
难以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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